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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发展 

项目制是我国教育领域一种常见的资源配置方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

改革后，政府财权不断上移，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金再分配机制，项目制的应

用愈加广泛。在普通高等教育领域，人们所熟知的项目建设有“985 工程”“211

工程”以及目前正在开展的“双一流”建设。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央政府从 2006

年开始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项目工程对职业教育进行支持，例如 2006—2015 年的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简称“示范校建设”）和 2019 年开始的中国特色

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简称“双高建设”）。 

项目制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学者提出，是指政府运作的一种特定形式，即

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和规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意图，自上而下以专项化

 
1 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2 年“北京大学教育财政与政策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支持计划”集中授课环节的讲

稿整理而成（整理人：黄泓奇，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生）。 
*
 刘云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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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周雪光，2015）。在资金拨付方面，相比于

常规的拨款制度，项目制具有专款专用、间断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同时，由于

无法对所有的项目行为、权限进行事前明确的一一规定，因此项目制具有较强的

信息不对称性。项目制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之间的分级实施过程，

体现了“委托方——承包方——代理方”之间的不完全契约关系。周雪光依据不

完全契约下的剩余控制权配置理论来解释项目制的实施。剩余控制权可分为目标

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实施/激励权三个维度。鉴于对专项转移支付的治理差异，

即以上三个维度的控制权在委托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分配差异，专项转移支付的治

理形式主要可划分为直控式、承包式、托管式和自治式四种模式（周雪光，2015）。

依据对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划分，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国家示范校建设计划实质上

介于直控式和承包式之间，即目标设置权、检查验收权和实施/激励权大部分都

属于委托方，但承包方也有一定的实施/激励权。从国家示范校建设的资金投入

结构上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中央政府率先投入 20 多亿元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和

行业企业跟进配套投入约 75 亿元，投入到 100 所高职院校中开展项目建设。项

目的部分实施/激励权由承包方（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掌握。 

我国职业教育财政体制的特点是以地方投入为主，即“谁办学、谁投入”，

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由于各地财政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职业教育在各地发展不均衡。在中央层面，中央政府主要通过

各种项目下达财政专项资金对职业教育进行资助和治理。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借

助项目制的方式，落实中央在全国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目标和管理职责，引导地

方职业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职业教育领域的专项资金规模随着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仅

从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下达的各项职业教育专项资金规模就在不断攀升，从

2016 年的 176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12 亿元，增加了约 77%（见表 1）。但从总

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规模来看，职业教育专项资金所占比重并不高。从 2016 年

以来，央财专项资金占各年国家财政预算总收入的 5%～6%左右，占职业教育经

费总投入的比重在 4%～5%之间。不难发现，以“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为代表的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在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财政经费投入的总盘子中所

占比重都较低。可以说，职业教育项目制在中国背景下是一种利用有限的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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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财政手段和财政现象。 

表 1 职业教育财政专项资金规模 
年份 现代职业教育质

量提升计划全年

核定资金总计

（万元） 

职业教育国

家财政性预

算总收入（万

元） 

职 业 教 育 

经费总收入

（万元） 

专项资金占职

业教育国家财

政预算总收入

比重（%） 

专项资金占

职业教育总

经费收入比

重（%） 

2016 1766300 30964497 40589288 5.70 4.35 

2017 1773040 33495879.2 43454109.8 5.29 4.08 

2018 1873040 35765193.1 46235022.4 5.23 4.05 

2019 2372140 38946694.3 50153083.5 6.09 4.73 

2020 2571140 44463394.5 56308107.7 5.78 4.57 

2021 2769140     

2022 3025740     

2023 3125740     

注：表中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7-2021）。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财政专项资金投入的重点。从 2006 年以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的专项主要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包括“基础能力建设”“学

生资助”“示范引领”和“综合奖补”（见图 1）。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和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

划类似于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985 工程”和“211 工程”，该计划共开展两期，

第一期入选的高职院校被简称为“国家示范校”，第二期入选的高职院校被简称

为“国家骨干校”。当下如火如荼进行的高职专项是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

设，简称“双高建设”，可以类比对应为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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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 年以来的高职代表性央财专项 

二、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历史贡献 

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在 2006 年该计划实施之前，中央层面缺少对高职院校如此大规模投入

的项目。在该计划启动后到 2010 年，中央财政分期投入 25.5 亿元专项资金，带

动地方财政投入 60 余亿元，以及行业企业投入近 15 亿元，最终汇集了 100 亿资

金支持建设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央政府的职业教育专项工程通常需要

地方政府和行业举办方进行资金配套，如此中央政府可通过有限的资金投入调动

地方政府和行业举办方以及高职院校的资源投入。国家示范校项目建设拉动的其

他资金投入相当于中央财政专项的 3 倍左右，大大增强了各方对职业教育的资源

投入力度。这对于长期财政投入不足、缺乏政府重视的职业教育而言，是一个重

大利好的事件。 

随着高职项目制的发展，财政专项资金的这一资源吸附作用逐渐增强。以“双

高计划”资金投入为例，截止到 2021 年，“双高计划”3 年总投入超过 439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投入 62.58 亿元，带动地方财政投入 144.65 亿元、举办方投入

6.74 亿元、行业企业投入 54.55 亿元、学校自筹 170.57 亿元，拉动的其他预算资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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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 高职奖助学金

示范引领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

优质校建设

现代学徒制

中国特色高职院校高水平建设

综合奖补 完善生均拨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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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相当于中央财政专项的 6 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2023）。 

2006 年示范校建设以来，专项资金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通过对示范校项目的评估发现，示范性高校建设大大改善了高职院校的办学

条件、提升了办学水平，在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办学基础条件、人才队伍

优化及增强服务能力等指标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童卫军等，2016）。有学者

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证实，高职示范校建设落实在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国家示范校在毕业生就业质量、师资队伍建设

成效、服务区域贡献等维度都显著高于非项目建设院校 （王世斌、林宇，2022）。 

项目制的优势在于它的强组织动员能力，能够集中资源开展重点建设。项目

制有助于协调“条”与“块”的关系，把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基层，“一竿子插到

底”。职业教育的项目制也被看作是一种类市场的治理模式，通过提供扶优型的

专项资金、制定遴选标准和竞争规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和职业

院校申请相关项目（陈友力，2022）。在高职教育领域，高职项目制客观上推动

建成了一批优质的标杆院校，吸附带动了大批财政资金等相关资源投入职业教育

办学中，使职业教育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注意力，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

发展。并且，以国家示范校项目为代表的专项工程，带动了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尤其是深化了职业教育领域对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人才培

养模式的共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 

三、高等职业教育项目制的非预期影响 

项目治理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存在消极的影响，

特别是产生了许多远离政策初衷的非预期效应。从教育公平的视角来看，高职院

校的项目工程已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加速了高职院校内部的分层形塑。

“在普通教育领域，不同项目标识早已成为高校办学实力与水平的象征，代表了

学校领导层的政绩乃至历史功过，甚至成为社会以及同行所认可的风向标和市场

信号”（阎光才，2019）。而这一现象在职业教育领域正在发生。在一些地区，出

现了对入选“双高建设”项目的高职院校从政策、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都给

予重点支持关照、对有实力进入“双高建设”而最终落选的高职院校实行问责的

现象（陈友力、陈菲菲，2021）。并且，随着入选项目轮次的增加，高职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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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会不断累积，马太效应凸显。表 2 和表 3 展示了获得不同项目数和项目组合

的高职院校办学资源和学生就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高职院校获得的央财

项目个数与院校的学生规模、经费总收入、生均经费收入、生均财政拨款、毕业

生就业率和月工资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刘云波、杨钋，2020）。这与笔者前期的

实证研究结论一致。在计算机专业类和制造专业类的学生就业方面，国家级示范

校的学生在一般就业率和实习对口就业率方面都远远高于非示范校的学生（刘云

波、钟宇平，2012；刘云波、金鑫，2014）。对示范校生源质量的因果推断研究

表明，国家级示范校录取生源的高考平均分显著高于普通高职院校的生源分数，

并且随着立项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示范校内部，第一批次的国

家示范性高职录取平均分最高，即越早进入国家示范建设序列的学校，所录取的

学生质量越高，并且这一影响效应越来越强（周森、刘云波、魏易，2019）。 

 

表 1 获得不同项目数的高职院校的办学资源和学生就业产出均值（2015） 
获得项

目个数 

院 校

数 

学生规

模（人） 

经费总收

入（万元） 

生 均 经 费

收入（元） 

生 均 财 政

拨款（元） 

就业率 月工资

（元） 

无项目 320 3822 4223 12345 4141 92.66% 2033 

1项 350 5718 7458 14955 8330 93.39% 2049 

2项 536 7561 11105 15908 10057 94.13% 2139 

3项 76 9833 17276 18554 12678 95.57% 2322 

4项 49 10621 18111 17998 11780 97.08% 2472 

表格来源：刘云波和杨钋，2020 

 

表 3 不同项目资助程度对就业产出的影响（稳健性 OLS） 
  就业率 月工资 

变量 （1） （2） （3） （4） 

获得央财项目数 
0.434**   70.85***   

(0.210)   (16.32)   

示范+教学+实训+

专业 

  1.868**   303.4*** 

  (0.815)   (84.79) 

示范+实训+专业  
  1.304   228.1*** 

  (0.971)   (78.14) 

示范+教学+专业    1.408   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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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7)   (78.07) 

示范+专业  
  2.089***   226.8*** 

  (0.726)   (58.34) 

实训+专业  
  0.609   74.60* 

  (0.631)   (40.49) 

实训  
  0.851   43.76 

  (0.731)   (62.00) 

专业  
  -0.110   -25.41 

  (0.772)   (43.88)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157 1157 1096 1096 

拟合优度 0.232 0.236 0.255 0.265 

表格来源：刘云波和杨钋，2020 

 

上述现象反映出高职专项资金分配带来的正向循环。如果院校初始条件较好、

实力较强，那它就有较大的可能性被遴选进入各种项目当中，可以获得更多专项

资金的支持、吸附土地和政策等附加资源，从而增强学校办学条件、声誉和竞争

力，进而在下一轮项目竞争中占据优势。反之，如果院校在初始竞争失利或发展

中“掉队”，那么院校可能就会进入负向反馈的循环中。以 2019 年开始的“双高

建设”为例，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参与遴选的高职院校必须具备 9 项入选条

件中的 5 项。这些前置条件则包括前期的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项目、国家教育

教学改革试点项目和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等。这就在无形中形成了高职院校项目

建设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不属于“国家队”的学校在项目申报上不具备优势，

因而也就难以获得财政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陈友力，2022）。为了持续保持自

身的优势地位，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参与后续的项目竞争至少已经成为一种“防

御性需求”，其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 “项目锦标赛”中（ 刘云波、杨钋，2020）。 

项目制治理常常面临着不完全契约下的效率损失问题。首先，由上级设定目

标会降低了地方管理空间和院校办学自主权，导致院校组织同型、“千校一面”、

不利于发挥特色 （张振洋，2017）；同时，项目制治理也容易出现“置换目标”

的现象，即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无法对承包方进行细致化的管理，因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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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设置容易考核、但不符合实际需求的目标，如考核硬件设施等显性指标，

而常忽略无法量化的教师培训和课程质量等隐性指标。其次，难以有效监督也是

项目制效率损失的一大原因。项目制的一个衍生结果是文本规则泛滥，产生大量

的文案工作。项目制数目繁多、规模庞大，委托方无力实行实质性监管，只能在

文本形式和程序的技术治理上大做文章（渠敬东等，2012）。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申报示范校的学校往往会动员大量资源、甚至汇集全校上下力量撰写申请的文本

材料。再次，激励不足也是造成项目制效率损失的潜在问题。项目制要求地方政

府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可能会消极应对，导致配套资金落空（折晓叶、陈婴婴，

2011）。对于学校而言，频繁申请各类项目导致学校缺乏时间消化已有项目，成

果难以巩固持续（郭建如，2019）。最后，项目制还会引起院校的功利化倾向，

出现围绕评价指标倾注资源和向上争取资源的现象。一份对国家示范校的案例研

究发现，国家重点投入政策尽管推动了高职教育大发展，但是很难推动高职院校

内部的教学和管理方面的深刻变革（胡辉平，2015）。功利化倾向会导致高职院

校的行为偏离市场需要，降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田志磊等，2018）。 

四、项目制的参与方博弈与演进 

尽管项目制存在效率损失的缺陷，但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能动性却能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效率损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三大关键行动主体通过

分级运作的方式，围绕政策目标和资源配置开展利益博弈与多元竞争，形成了不

同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陈友力，2022）。在“双高建设”时期，这种多元博

弈出现了新的现象。例如，地方政府会把握“双高建设”的时机，将本地区学校

发展策略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对地方已有发展目标的“打包再造”。高职院校也

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发包”的项目制治理模式。院校会在满足政府目标设定

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学校利益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验

收要点（陈友力、陈菲菲，2021）。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这些应对举措，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和院校自主性，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

说，高等职业教育的项目制不再是一个单纯自上而下推行的治理模式，最终的建

设效果是在多个参与方的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建构形成的。 

伴随着宏观政策不断调整和改进，政府部门在努力尝试规避项目制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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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首次采用国家部门总

体设计、省级政府自主承接统筹推进的项目运作方式，是对央地分权治理的一次

有益探索；《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了健全国家宏观

统筹、地方落实主责的制度框架，构建了自主承接的推进机制、公开规范的协商

机制（任占营，2021）。正在进行的“双高建设”则是把分批次固化范围建设改

为分阶段全范围择优支持（王世斌、林宇，2022）。这些情况表明，现行的高职

项目制在演变过程中可能已经超出了“直控式”所定义的管理模式。实施/激励

权、甚至检查验收权部分或全部正在由作为委托方的中央政府下放给作为承包方

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项目管理的权责增大，高职项目制呈现出转向“承包式”

乃至“托管式”的发展趋势，这有可能在未来发生转变。随之带来的高职项目制

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的变化，需要学者们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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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7 期（总第 233 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和高等教育的影响 （摘译）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应对疫情给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的危机，全球高校迅速作出

应对与调整，包括改变教育和研究环境，打造富有韧性的校园，开展新冠肺炎相关科研合作，

以及保障师生身心健康等。本报告评估了世界不同地区八所大学在疫情期间的复原力，通过

详细的案例研究，分析了疫情对高校产生的影响和不同高校应对措施之间的差异，总结了高

校应对疫情所采取的最佳做法，以及对疫情作出迅速、合理反应所应具备的条件。总体而言，

成功调整并快速适应新冠肺炎大流行新现实的高校，具有以下三大特点：已经在数字化转型

和全球化方面进行过投资，拥有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并在大流行期间成功吸引到外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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